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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会上股东质询的功能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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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股东会上的股东质询是抑制股东会 “形骸化”的有力措施。现行立法不能满足股东质

询的制度需求。通过合理质询得到的信息可以强化信任,降低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公司法提供

有效的质询机制是维持公司组织民主运行的必然要求。质询制度是 “强股东—弱管理层” “弱股

东—强管理层”公司治理双重叙事模式下的 “最大公约数”。质询机制提供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

的沟通渠道,并具有威慑违法违规行为的客观效果。股东会上的质询属于股东质询权的具体权

能,不同于知情权与表决权等。我国的股东质询具有符合本土特色的立法雏形,应当在新一轮

《公司法》修订中加以细化落实。股东会上的质询机制应与列席制度、提案制度形成良好互动。

从而有助于表决权行使,提升股东会决议质量。股东质询应遵守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会议召集人

应承担审查质询提案的审查义务,并对其课以信义义务以应对利益冲突。

关键词:《公司法》修订 公司治理 信息流通 质询权 股东会质询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修订确立了股东在公司股东会上

行使质询权的机制。这是对股东会召集程序和议事规则的完善,意在 “健全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保护机制,鼓励投资”〔1〕。赋予股东在股东会议上质询的权利,可以使股东能够在充

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正确行使表决权,更好地保障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2〕2021年公布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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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 (一审稿)》]第181条规定:“股东会要

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

询。”2022年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以下简称 《草案 (二

审稿)》]相应规定与此相同。该条文内容承袭现行 《公司法》第150条第1款未做实质改动,

仅将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调整表述为 “股东会”。该条文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股东会要求相

关人员列席会议。相关人员列席股东会是股东进行质询的前提,但是此处列席是否具有法律上的

强制意义以及缺席的法律后果,付之阙如。同时,股东是质询主体,由股东会要求相关人员列

席,其中深意有待挖掘。二是相关人员接受股东的质询。股东质询权的具体行使程序,行使效果

以及救济方式等问题,未能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

理论界对于股东质询权在公司股东会上行使机制的研究,围绕股东权利与股东会议两个范畴

展开。早期研究认为,股东质询权与董事会说明义务的确立,可以强化决议事项的信息披露,〔3〕

并支持将股东质询权的法理基础归入股东出席股东会权利,〔4〕此外还有 “表决权说”〔5〕或

“知情权说”〔6〕等不同观点。也有学者将股东的建议质询权与知情权并列归入共益权的范畴,属

于具有身份属性的权利。〔7〕另有学者则认为,团体成员享有的参与团体意志形成的权利,是一

种区别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独立权利,通常表现为成员大会上的表决和发言等。〔8〕尽管在质询

行为的权利属性方面存在争议,但学者都关注到股东会议上行使质询权的特殊性,即其与股东会

议的紧密关系。股东会议事程序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充分的说明、探讨甚至辩论来传递和验证信

息,加强公司当事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意见协商,为此法律甚至规定了质询权。〔9〕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公司治理准则》指出,股东通过对股份 (股票)的所有权,享有了关于公

司的信息权利和影响公司的权利,这主要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和投票得以实现。〔10〕股东会议是公

司意思的形成场所,若股东质询发生在表决之前,股东在会议上的质询与被质询对象的回应所产生

的信息,都会为股东会的决议结果所 “吸收”。质询信息的 “质量”首先影响股东个体的表决态度。

对个体股东知情权的侵犯本身就足以使最终形成的决议欠缺合法性基础,而无需考虑其质询及相关

信息对于其他股东可能的意义。〔11〕然而,质询效果影响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观点,也有反对意

见。〔12〕若将股东质询行为的法律效果进一步推进,对被质询的对象是否会因质询行为而承担责

任,关注较少。但有观点认为董事出席股东会并接受股东质询,可能涉及其勤勉义务的履行。〔13〕

股东在股东会上行使质询权利,是抑制股东会 “形骸化”的有力措施。质询权在大陆法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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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中普遍存在,但对于其预期功效和实现路径,却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有针对的研

究。我国 《公司法》确立这一质询权行使机制已近二十年,质询的具体程序和法律效果仍然处于

立法空白与理论争议之中。本文将立足便利公司治理信息流动和尊重股东会议程序价值的立场,

结合 《草案 (二审稿)》新提出的双层制和单层制的不同公司治理结构,讨论该质询权的应然功

能与权利性质,细化质询与列席回应行为的具体法律机制,进而尝试提出有效的救济路径,最终

为本轮 《公司法》修订提供有益见解。

二、作为公司内部 “信息流”汇集节点的质询

(一)组织体信息流通与公司宪制理论

质询行为促进了公司信息透明。信息透明是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公司治理机制旨

在解决公司内外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代理成本,为此相关研究常常讨论监督机制。监督意

图隐含的是信任缺乏。质询不简单等同于询问,重点在 “质”。质询主体往往已经初步知晓关于

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础信息,甚至已经进行过公司资料查阅程序,但对决策的规范性、合理性等仍

然存在怀疑,以至于需要在股东会上实施质询行为,更进一步获取信息、印证猜测,甚至为可能

的诉讼行为收集材料。质询宣示了质询主体与质询对象之间关系的 “不平等”性,以及行为动机

的不信任性。公司内部非对抗式的沟通活动长期被忽视,导致治理成本的上升。信息流通不畅而

利益紧密相关,直接催生了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不信任。通过合理质询得到的信息不

仅可以让股东会发挥监督作用,也允许其更好地熟悉管理层,了解其行为动机,而这些效果正是

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14〕

质询行为有利于打破公司内部的信息 “垄断”。公司是市场中由管理层运作的组织实体,是

独立的 “信息黑箱”。股东事实上完全依靠董事和经理召开会议、制定议程,才能知晓其要对哪

些事项做出决策。目前股东对董事向其传播信息的极大依赖可能会导致两种情况。在第一种可能

的情况下,由于董事和经理没有义务积极披露信息,那么他们可以向股东隐瞒信息,并决定即使

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在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下,控制董事和经理的大股东将得到不断流动的

信息,并将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来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例如排除小股东在问题上的决策参与。〔15〕

为批准和监控之目的,股东会有权定期或即时地获得重要且实质的信息。这一方面要求董事会在

做出 “经营性战略决策”后报告股东会,以便股东了解、掌握和监督;另一方面,董事会应将其

履职情况和公司财务基本状况交由股东会审核,除嗣后发现董事不法行为外,股东会的承认可视

为对董事责任的解除。〔16〕股东会上的质询机制等即是打破管理层对于公司信息垄断的工具。

质询行为维护了公司组织团体民主。质询手段在强调主体平等、交易自由的民商事领域立法中

极少使用。质询制度在公法领域出现相对频繁,例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人大代表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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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法院及检察院等机构人员的质询。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现行的公司内部权力配置模式,不过是

政治制度的粗糙翻版而已。〔17〕事实上,公司法与行政法具有不为人关注的高度相似性,以至于有

学者在研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官僚主义时,将公司与政府作为类比研究的对象。〔18〕根据现代公

司理论,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分离,但只有公司所有人 (即股东)的隐性或显性同意才能使经理行

使控制权合法化。在纯粹的道义推理上,合法性论证要求,如果没有公司民主机制,公共公司的意

识形态基础和合法性就会被剥夺。〔19〕公司宪制理论下,现代公司被认为具有三大特点,即双重决

策 (股东会和董事会)、协商决策和权力分立,其中协商决策要求尽可能确保每个决策过程都是开

放和真实的。“开放”是指决定应该通过调查过程和对所有相关论点的考虑来形成,“真实”是指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应该是作出决定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得到批准。公司的决策应包括审议过程,而不

仅仅是多数选票的集合。〔20〕这样的决策程序要求相关人员在会议前及会议中存在充分的信息获取

渠道。对于股东而言,每个人都想要利用和保护自己的投资,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有效地参与公司

的生活和管理,通过行使与股东身份有关的 “政治特权”才能达到。〔21〕该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

是股东拥有了明确而有效的途径来质疑公司决议及其行为。〔22〕股东民主是在管理层的控制下进

行的,因为召开年度或特别会议等事项由董事会决定。唯一的例外是,股东质询权利是股东的安

全阀。面对效率低下或自私自利的董事会,这一基本权利给股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自我保护机

制,即无需证明存在压迫性行为而直接迫使公司发生变革。在我国公司法中,质询权与配套的质

询权行使机制正是公司宪制理论下,股东被赋予维护自身权利的 “特权”。

(二)中外股东质询功能的分野

我国股东质询制度乃 “舶来品”,股东的质询权概念起源于德国。据学者考证,1913年德国

法院的一项判决改变了 《德国商法典》无视股东质询权的局面,它承认股东会有权以决议的方式

请求董事会解答有关问题,经过多年的修订调整,形成了现行 《德国股份法》第131条的质询权

规定。〔23〕然而,这一质询权规定的背景与我国却存在不同。因为 《德国商法典》第118、166条

和 《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赋予了股东查询公司账簿和资料的权利,而 《德国股份法》没

有,这就造成股东只能根据公司年终报表、公司状况报告与中期报表来了解公司的情况,《德国

股份法》第131条实际上只是对查询权利的补充。〔24〕故德国立法中的股东质询更倾向于信息获

取以服务股东表决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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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行使若干权利指令》(2007/36/EC)第9条规定了股

东的提问权。〔25〕 《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319A条规定了在成员大会上的质询,内容与之相

似。〔26〕与此相反,《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ModelBusinessCorporationAct)没有对股东会议

事的具体程序进行规定,也没有规定股东向董事会质询的权利。上述比较法规定的差异存在历史

发展的必然性。尽管欧美国家公司在发展历程中均起源于东印度公司模式,即股东被赋予相对于

董事和高管的基本权力。但随着法人实体理论的盛行以及市场经济状况的改变,管理者的权威地

位被树立起来。近年来,欧洲正在确认和加强以股东为导向的公司模式,但在美国,尽管最近进

行了改革,高管的首要地位仍然取得了胜利,内部治理体系也远离了他们共同的历史根源。〔27〕

股东质询制度的差异即为这种治理体系走向分离的重要表现。

日本公司法深受德国立法影响。《日本公司法》第314条规定了股东大会上股东要求就特定

事项进行说明时,董事、会计参与、监事及执行官的说明义务。〔28〕给股东以质询的机会,可以

使股东更加深化地理解议案的内容,从而能够正确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最终达到使股东大会恢

复活性的目的。从股东的角度来看,董事等人员的说明义务就等同于股东的质询权利。〔29〕由于

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政策等历史背景,日本长期存在企业间互相持股、银行兼具股东与债权人身份

等现象。股东身份的复杂化导致了股东对经营者越来越 “尊重”,越来越沉默,股东与经营者间

的契约关系过于稳定和封闭,造成投资效率低下。〔30〕股东沉默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围绕表决

权开展的股东会议上,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中小股东对决议活动兴趣寥寥。如果强化 “质询—

回应”机制,也可以作为激活股东会议事功能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股东质询制度尽管有着法律移植的痕迹,但鉴于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知情权制度,事

实上股东质询功能已经走向了另一条 “道路”。我国学界有关质询权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 “出席权说”〔31〕“知情权说”〔32〕与 “表决权说”〔33〕,也有学者将质询权归类为参与管理权,

即参与公司意思形成、决定公司事务的权利。参与管理权的核心是表决权,其他权能主要是救济

性的。〔34〕这实际上是与 “出席权说”的观点异曲同工。将质询行为纳入知情权往往是出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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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该提问权的主要内容为:(1)各股东有权就股东大会议程上的事项提出问题。公司应当回答股东向其提出的问题。
(2)提问的权利和回答的义务应受制于成员国可能采取或允许公司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股东的身份、股东大会的顺序及其准备

以及公司的保密和商业利益。成员国可以允许公司对具有相同内容的问题提供共同答案。
“第319A条在成员大会上的质询:(1)在可交易公司的成员大会上,该公司必须应答参加该会议的成员提出的与在

该会议上处理的事务相关的任何质询。(2)在下列情况下,不必予以应答——— (a)如果应答将-(i)不当干涉该会议的准备工

作. (ii)涉及商业信息的披露;(b)如果在网站上以回答问题的方式已经做出该应答;(c)如果对该质询的应答不利于公司的

利益或者该会议的良好秩序。”《英国2006年公司法》,葛伟军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 267页。

SeeSabrinaBruno,Directors'versusShareholders'PrimacyinU.S.CorporationsthroughtheEyesofHistory:IsDi-
rectors'PowerInherent,9EuropeanCompanyandFinancialLawReview421,444 445(2012).

参见 《新订日本公司法典》,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参见 〔日〕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页。
参见李博:《日本公司治理契约关系变革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参见前引 〔4〕,钱玉林文。
参见李建伟:《股东知情权的层级结构及其展开———以八个国家、地区的立法比较研究为背景》,载 《暨南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参见前引 〔5〕,蒋学跃文。
参见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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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理解。这种观点关注到了股东为了了解公司信息不仅要 “被动地”查阅公司提供的信息,

也要主动地要求公司对自身困惑怀疑之处进行回应。因此,知情权与质询行为都可以被涵摄入股

东权利的信息获取权能之中。〔35〕但从 《公司法》条文规定来看,知情权往往对应着公司的材料

制作 (如账簿)与信息披露,是法定的公司义务,无论股东是否通过查询行为行使知情权。而质

询权对应的信息往往在质询行为发生前无法确定,有的公司可以直接提供,有的甚至需要董事会

开会进行讨论。除信息客体的差异外,质询权还具有知情权不具有的灵活性和威慑效果,这从立

法用语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出席权的观点关注到质询权的参与性与对话性。正式会议让少数股东

可以选择亲自出席。尽管少数股东可能没有有效的发言权,但参加会议的能力使股东能够获得作

为所有者应该拥有的信息。〔36〕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股东在会议上进行质询的行动目的。但没有

考虑到,会议质询的前置步骤,即股东会要求特定人员列席与增加质询议题。将质询权归类为出

席权,固然保障了股东有权在会议上就议题进行发言的权利,但质询权的权能并不仅仅限于参加

会议。换言之,出席与表决只是质询的单个环节。

质询权是股东权利束中具有独立价值的一项子权利,股东会上的质询为行使这项权利的核

心机制。理论层面,独立的质询权与配套制度将强化公司团体法属性并促进团体民主氛围的形

成。质询权增强了股东了解公司信息和监督公司经营的能力。质询不同于查询,不仅可以获取

公司制作的现有文件材料,也可以针对自身的疑惑,获得个性化的解答。股东质询是公司治理

中成本最低的监督路径之一。在质询权语境下,几位热心的股东与被严格实施的信义义务责

任,可以极大地抑制董事、监事与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实践层面,强化质询权独立地

位,并完善股东会上质询机制的设置目的,是在股东会权威加持下增加小股东与董事面对面的

机会,是小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行使监督权利、参与公司管理的渠道。在公司中,股

东除了查阅权和对董事会提交的决议进行投票之外,很难有其他途径来行使权利,加上受到公

法和政治理论的影响,规定质询权就成为一个立法选择。〔37〕对于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而言,

股东质询权价值独特。一方面,股东会上的股东质询是公司权力行使获得程序正当性的内部枢

纽。尽管股东很难对商业决策及经营状况作出专业判断,但仍然有能力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严格检查权力行使的程序是否正当。股东在股东会上作出质询,是使股东会这一最高权力

机关形成决议具有充分的信息基础,也是保障公司权力妥当行使的重要程序。另一方面,股东质

询权有助于消弭股东会内部的矛盾。股东个体化差异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信息差异却影响

深远。公司社会乃人类社会之一种,系个体团结之结果。〔38〕质询权提供了股东会上表达不同意

见的关键渠道。股东在依据程序规则与其他股东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将自己归属于公司股东这

一集体性的身份。〔39〕质询权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信息差异,并在促进公司经营管理

合规有序方面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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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参见周游:《公司法的功能嬗变:从填空到选择》,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36页。

SeeThomasLeeHazen,SilencingtheShareholders'Voice,80NorthCarolinaLawReview1897,1923(2001 2002).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参见蒋大兴:《团结情感、私人裁决与法院行动———公司内解决纠纷之规范结构》,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参见王湘淳:《论公司意思独立的程序之维》,载 《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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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法框架下股东质询规定的解读

(一)《公司法》质询相关条文的逻辑分析

《公司法》条文中共三次出现 “质询”,初步形成了 “信息获取—权力监督”的体系联动效

应。首先,现行 《公司法》第54条第1款 [《草案 (一审稿)》第80条第1款、《草案 (二审

稿)第79条第1款》]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决议事项提出质询。监事会是公司

内部监督机关,其职能的实现依赖于监事对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和董事、高管履职信息的掌握。监

事列席董事会可以获取决议事项在讨论表决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法律赋予的质询权利允许监事在

既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但从条文安排上,监事列席董事会的质询权利没有被归类为监

事会的职权。换言之,这是监事个人可以决定的自发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监事会委派监事列席

的规定。因此,该条文在法律内容的前后连贯性上显得 “格格不入”。特别是 《草案 (二审稿)》

第80条第1款规定监事会可以要求董事和高管提交执行职务报告,该规定与监事列席质询需要

进行区别。第80条第1款是对董事和高管个人执行职务信息的了解,是其是否全面履行职务、

尽职尽责的判断依据。第79条第1款规定的是对董事会决议事项的信息获取,是衡量董事会商

业决策过程中的意见形成与表决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公司章程和商业判断的措施。然而监事

个人仅由该规定而享有列席和质询的权利,立法上没有规定董事与列席的经理是否需要以及如何

回应这种质询。故这一窥视董事履职情况的路径,被批评为过于消极被动。〔40〕但在效果上,无

论如何回应,都可以作为监事判断的依据。《草案 (二审稿)》第6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

董事会中设置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设置该机构的公司可以不设监事或监事会,此时监事的经

营管理监督只能被审计委员会的财务会计监督所替代。监事在董事会上的质询,或许只能内化为

董事会内部的商讨。对于设置监事会或监事的公司而言,监事通过列席董事会旁听以及质询得到

的信息,影响着监事下一步履职选择。依据 《草案 (二审稿)》第81条第1款,监事可以提起

临时监事会,通过监事的信息汇报,监事会若认为构成公司经营异常的情况,可以依据 《草案

(二审稿)》第79条第2款自行调查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调查,也可以形成对董事或高管的罢免

建议,或股东会提案,甚至直接提议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会形成最终的处理结果。因此,监事列

席董事会并质询得到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汇总至股东会。

其次,现行 《公司法》第97条 [《草案 (一审稿)》第112条、《草案 (二审稿)第110条

第1款》]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从条文表述的逻辑上看,股东对公司

经营的建议和质询应当建立在充分查阅公司资料的基础上。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直接决定着中小股

东监督权行使的效果。当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证监会、深沪交易所规范性文件关于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但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信息披露仅停留在

《公司法》第97、102条规定上,无法满足中小股东行使监督权的需求。〔41〕而且,在公司法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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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参见施天涛:《让监事会的腰杆硬起来———关于强化我国监事会制度功能的随想》,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参见宋姝:《公司法修改对股东积极主义的回应———以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掏空行为为视角》,载 《社会科学家》

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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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构上,股东对公司经营的质询权利仅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能查阅

相关资料,没有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样的立法设计在 《草案 (二审稿)》中依然保留,值得

商榷。尽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往往直接参与公司经营,一般认为公司内部没有明显的所有权与

管理权的分离。但是,该条文规定的主体即为没有参与经营的股东对公司资料的查阅,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也应被赋予直接表达意见的权利,不应 “厚此薄彼”。此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

量更为庞大,存在仅为获取投资收益而不热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群体,尤其是上市公司之

中。故若仅在一类公司中规定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建议和质询的权利,也应规定在有限责任公

司中。股东通过质询获得的信息,如果表明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问题,持有法律规定数额股

份的股东可以直接以临时提案的形式要求股东会对此进行追责,甚至提起诉讼。因此,股东个人

的质询行为的信息也将汇总至股东会。

最后,现行 《公司法》第150条第1款 [《草案 (一审稿)》第181条、《草案 (二审稿)第

181条》]规定股东会可以要求董事、监事或者高管列席会议,股东可以对其进行质询。股东会

是质询信息汇集的最高层级。监事通过质询获得的信息,汇总到监事会,通过监事会报告传递给

股东会。股东通过质询获得的信息通过股东提案传递给股东会。如此看来,单纯从信息的流动方

向上,可能使股东会成为最终的信息汇流、彼此印证之地,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 《草案 (二审

稿)》第181条的质询对象是第80条和第112条的相加。

股东会上质询的具体机制尚未健全。首先,从该条文在公司法的位置上看,按照股东会要求

列席股东会并接受质询是董事、监事和高管的义务。其次,股东会如何要求相关人员列席。股东

会是通过会议行使权利的集体机构。换言之,在股东会召开之前,股东会无法形成意见并通知具

体的人员列席会议。尽管目前立法对此付之阙如,依程序而言,可以解释为由董事会在召集股东

会并发送会议决议事项时,直接通知相关人员。但仍然无法解决具体接受质询的人员的确定问

题。再次,接受质询的董事与董事会、监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框定

具体的被质询人员的产生过程,无法得知该人选是股东会直接指定具体人员,还是股东会通知董

事会,再由董事会进行指派。若属前者,则该人员接受质询的表述,只能作为判断相应机构履职

情况的辅助材料,若属后者,因该人员与机构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陈述应视为相应机构的态

度,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此外,股东的质询是个人行为,还是股东会的集体行为通过个人加以表

现,这与前面的讨论具有相同之处。如果是个人行为,这种质询是否需要前置程序。最后,因列

席与接收质询的法定义务,被质询对象应当进行回应,但回应的形式要求和实质要求缺失。例

如,现场回应还是会后书面回应质询、被质询者必须亲自回应还是可以交由其他人员回应、回应

内容模糊或虚假的法律责任承担等。这些问题都是该法律规范所引申出的现实问题。简而言之,

我国 《公司法》对股东会会议程序的规定过于简陋,将重要的程序性规定完全交由公司章程规定

有失妥当。股东会在立法上表现为一个完全的批准机构。如果股东会会议变成专以形成决议为目

的的会议,就将偏离股东参与的会议目的,也将会背离股东会会议宗旨,在会议召集和召开上也

容易出现随意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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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叶林:《股东权利及其实现机制》,载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023年第5期

(二)股东质询运行情况的实证分析

我国 《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已经描绘了股东质询机制的雏形,但因缺乏配套机制而影响其

在司法裁判和公司治理的实践。概览涉及股东质询纠纷的裁判文书,足以窥见公司法质询相关制

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差。首先,法律属性上,质询权利究竟是独立权利抑或知情权的子

权利模糊不清。部分裁判将相关纠纷认定为知情权纠纷,而在说理部分又分别从查阅权、复制权

和质询权三个角度进行论述。〔43〕当事人对于知情权和质询权也同样不能准确区分,存在通过

《股东质询函》要求查阅公司资料的情况。〔44〕这显然将质询视作行使知情权的手段。其次,在质

询内容上,部分裁判认识到知情权与质询权的范围存在差异,承认知情权不能得知的信息可以通

过质询权得到回应。〔45〕效用方面,质询得到的信息可以作为证明当事人行为动机的证据。〔46〕

再次,法院对质询对象理解狭隘。部分裁判依据 《公司法》150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股东不得

直接向公司提出质询,仅应在股东会上向董事、监事和高管质询。〔47〕这种观点将股东行使质询

权的两种场景不当限缩合一,没有关注到法律条文间的内部逻辑。甚至有裁判明确引用股东有权

对公司提出质询的法律条文,但仍然坚持认为公司不是质询的对象,令人费解。〔48〕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当股东对公司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时,由谁来充任公司角色进行回复,此类裁判的动机或许

旨在规避上述 “模糊地带”。然而若依公司运作的现实情况,应由董事会代表公司履行回应义务。

最后,没有履行回应义务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践中也处于空白状态,例如 “北京鼎驰融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诉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决议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案涉公司总经理面对质

询存在解答不充分或者回避等未能使股东满意的情况,但是对其法律效果为何未置一词。〔49〕司

法裁判表现出法院对股东质询机制某种程度上的 “漠视”。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源于 《公司

法》相关条文为不完全条文,甚至存在缺漏,法院无法直接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的残缺又

导致法院裁判各行其是,诉讼当事人对于质询机制的信心不足。如此恶性循环,公司法上的股东

质询机制沦为 “吉祥物”,并不意外。

相较于司法裁判中的尴尬地位,股东质询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最为典型

的股东质询即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 “投服中心”)对公司的质询。根据 《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工作规则 (试行)》,投服中心可以股东身份自行或者联合其他股东行

使查阅、建议和质询等股东权利。通过检索上市公司公告发现,投服中心行使质询权普遍采取向公

司发送 《股东质询函》的形式。首先,在质询对象上,投服中心直接向公司发送质询函件,即公司

为被质询主体。部分司法裁判认为股东无权向公司质询的观点显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在质

询内容上,投服中心的质询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例如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的必要性、〔50〕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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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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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19民终12298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粤17民终77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藏01民终62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21)藏民申137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闽08民终15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19

民终12282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鲁14民终303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03民终276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桂05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2015)蜀民二初字第0172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8)京0105民初7352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德必集团:《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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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经营的影响、〔51〕公司增资的必要性、〔52〕公司偿债风险、〔53〕商业决策对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影响 〔54〕等。由投服中心的质询内容来看,质询内容与知情权的查阅内容存在明显的区别。质询

的内容经常涉及公司管理层的商业决策合理性。再次,回复主体方面,名义主体是公司,但在信息

真实性等方面的保证主体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最后,未能回应质询的法律后果方面。

典型的相关案例是 “山东金泰风波”。2017年6月投服中心作为中小股东参加了山东金泰年度股东

大会,并现场提出质询,公司董事长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拒绝回答,并公开表示投服

中心依法行使的质询权及建议权干扰了会议正常召开。〔55〕事后,该公司参照投服中心的质询与建

议内容,修正公司章程并公开道歉。〔56〕投服中心作为具有监管者属性的积极股东,它获得了法

律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股东质询功能的能力,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令人遗憾的

是,即便是这样的机构,在股东会上质询时,仍然会遭到阻碍。由是观之,广大没有受到监管部

门关注的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在股东会上质询时,势必艰难万分。

实证分析折射出股东质询权利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与尴尬的现实处境。投服中心作为上市公司

中的特殊小股东,通过行使质询权,特别是在股东会上的质询,可以最小的成本督促公司经营管

理层合法合规履职。这种监督与持股比例无关,这是其区别于出席权与表决权的特质。同时,这

种监督限制了具有行政监管色彩的投服中心对于公司商业行为干预的深度,有效地缓和了上市公

司治理效果与治理成本之间的矛盾。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当然也有意识地在信息获取方面使用质询

权来维护自身利益,但与投服中心受到的待遇相比则略显窘迫。投服中心的质询通常以上市公司

公告的形式公开展现,被质询者面对公众舆论与行政监管压力而战战兢兢,质询之 “质”体现无

疑。对比而言,公司法在质询权行使的具体程序与救济规则方面缺位,掌控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

股东缺乏在公司章程中填补漏洞的动力,非上市公司中的中小股东意欲行使质询权只得诉诸裁判

救济。遗憾的是,前述相关判决表明,法院同样存在对质询权认识不足的情况,将其与知情权混

同。综上所述,质询权在上市公司治理中体现出监督威慑的功能面向,在非上市公司中则化身为中

小股东主动打破信息垄断的工具。以股东会上质询为核心机制的质询权之所以未能全面有效地发挥

前述功能,根源于配套机制的单薄。未来 《公司法》修订工作理应为此进行详细的制度设计。

四、股东会上股东质询应然功能的实现

(一)股东质询的启动与审查机制

根据 《公司法》第150条的规定,股东会上开展质询的前提是股东会要求相关人员列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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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参见方盛制药:《方盛制药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5)。
参见达华智能:《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 081)。
参见漳州发展:《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 081)。
参见高澜股份:《关于回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股东质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130)。
参见 《投服中心发问竟遭山东金泰怼回称干扰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载http://money.people.com.cn/stock/n1/

2017/0619/c67815 2934692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3月18日。
参见 《山东 金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股 东 大 会 现 场 未 能 及 时 解 答 投 服 中 心 质 询 的 道 歉 函》,载 https://

www.sohu.com/a/153445793_115433,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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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质询。按照股东会的召集和议事规则,股东会要求人员列席的行为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召集

人需确定列席的人员,并及时通知。而且若股东欲质询的事项不是董事会召集会议时确定的议题

事项,还需要对会议议题进行调整。这是为了避免股东在会议上自由质询、相应人员无法及时列

席参会并进行有效回应,导致会议无法实现预期目的。为了兼顾股东会会议的高效有序进行和股

东质询权的实现,宜以提案制度作为股东在股东会上行使质询权的前置渠道。当股东会上质询的

不是董事会拟定的会议议题时,质询事项及相应列席要求应当通过提案向会议召集人提出。现行

《公司法》对于股东会的会议制度规定得十分粗略,如有限责任公司部分仅规定股东会的召集与

主持制度,没有规定提案程序。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公司法》第102条规定股东提案制度。依

此,符合持股比例的股东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质询提案,补充质询事项或者质询对象。但是

为了股东质询权不被滥用,质询程序的启动应当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机制应当从质询提案入手。

质询提案应当经过形式和实质两种审查。形式方面,《公司法》第102条第2款规定其内容

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且具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的决议事项。《草案 (二审稿)》第115
条第2款在此基础上降低了临时提案的股东持股数量要求,并强调了提案违法违规或者超越股东

会职权作为排除规定。因此,股东在股东会召开之前,认为需要进行质询的,若质询事项在会议

原定议题范围内,则应考虑是否需要针对特定的董事、监事和高管进行质询。若需要针对性质询,

则应当向董事会提出提案,要求相应人员列席。当前 《公司法》关于会议召开和提案审查的时限过

于紧张。未来 《公司法》修订应考虑延长常规股东会的通知时限为30日,临时股东会为20日,临

时提案的时限应延长至会议召开前的15日。如此可以将董事会审查、公布提案及通知相关人员列

席的时限延长至5日内,为充分审查创造必要条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制度过于简陋,已

经沦为一个 “批准机构”而非 “议事场所”,宜照此适当补充基础性程序规则。

尚需讨论的问题在于,股东仅是对提案本身存在疑问,而不需特定主体进行回应时,是否需要

要求人员列席。这是我国立法的 “漏洞”,即没有规定集体质询与回应制度。根据目的性扩张解释,

股东在股东会上针对议题进行质询的,若没有指定回应对象,应当以由主持会议的董事长 (或执行

董事)进行回应为一般原则,以董事长会后与董事进行商议回应为例外。首先,董事长在通常境况

下负责主持股东会,亦即其必须列席股东会,无需额外的程序,由其回应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其

次,董事会作为集体议事的执行机构,董事长知晓其经营决策的基本信息。最后,董事长不宜在任

何情况下均现场直接回应,董事长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仅是 “形式”地位,必要时应当与董事会其他

成员通过会议进行商议,另行回应。此外,考虑到我国公司规定召集股东会的主体不仅仅是董事

会,也可能是符合要求的监事会,在相应的质询要求下,主持会议的监事也可以参照适用上述规定。

股东的质询提案需要经过审查。我国公司法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即不

要求股东在提案时说明正当性与必要性,由此降低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成本。但过度自

由往往会带来权利滥用,因此,股东提案的审核制度应当在未来 《公司法》的设计中有所体现。

股东提案审核机制的法理基础则有待探讨。股东作为投资者,传统理论认为其有权按照个人意志

行使股东权利而不必有所顾忌。近年来,随着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损害相关

主体利益的案件频发,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理论受到关注。其内在逻辑是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

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禁止权利滥用,公司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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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有缺陷等。〔57〕在此基础上,更激进的学者提出,为了应对潜在的股东机会主义,需要广泛

适用信义义务理论,建议所有股东,像所有董事和高管一样,被视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潜在

责任。只要某一特定股东 (无论其在技术上是否有能力控制董事会关于所有事项的决定)成功地

影响了公司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行为,而该股东在该特定问题上具有重大的个人经济利益,这些

潜在职责就会被触发。〔58〕但是信义义务理论无法妥当解释股东提案权滥用的规制基础。股东行

使提案权本质是行使自己固有而非接受委托后享有的权利,控制股东另当别论,以信义义务的履

行标准与法律后果来要求一般股东,不免偏颇。因而,权利滥用理论应为其理论基础。《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132条明确了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

概括为以下三项:(1)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2)权利人滥用民事权利,即其

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3)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59〕这一理论在股东提案权的具体适用仍需要结合公司法的团体法属性

加以解释。公司是一个组织或者说团体,相应关系须以公司维持为目标,遵循团体主义规则;同

时,公司是不同关系人为各自利益而结合的平台,故在维护公司团体利益的同时,须尊重不同关

系人的利益。〔60〕股东会议作为公司股东各自集中行使权利的场所,为了集体决策的效率,需要

排除重复、无意义的提案,为了经营合法合规,也须排除相应提案,为了保护商业秘密、尊重董

事会的经营权利等等事由,均需要股东通过提案行使的质询权受到合理克减。

通常情况下,董事会应当负责审查股东质询提案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一方面,从审查成本

上,由作为会议召集者的董事会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处理股东会的程序性事项,节约时间成

本。另一方面,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机构,可以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列席与准备接受质

询。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作为股东会上被质询的主要对象的董事们审核可能是对自身进行

质询的提案是否妥当。质询程序的低成本、高效率与审查者潜在利益冲突之间存在矛盾。董事会

存在不当 “拦截”质询提案的道德风险。董事的信义义务理论可以在此处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信义义务制度是一项反对机会主义及中饱私囊行为的工具,而机会主义或中饱私囊行为的重要特

征之一就在于其难以被事先有效、经济地防范和规制。〔61〕我国现行 《公司法》仅概括性地规定

了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草案 (二审稿)》第180条则详细阐述了其内涵。董事会审查质询提

案需要在规定的时限内高效有序完成,不得因故意或疏忽大意导致提案不能及时通知其他参会者

与在会上讨论。同时,董事会不能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损而在审查阶段将质询提案排除。此外,

在现行立法下除董事会外,监事会、适格股东亦可能成为提案审核主体,相关规定的适用对象宜

从 “董事会”扩张为 “股东大会召集人”。〔62〕此处的信义义务并非由公司职位产生,而是会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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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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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

SeeImanAnabtawi&LynnStout,FiduciaryDutiesforActivistShareholders,60StanfordLawReview1255,1295
(2008).

参见茅少伟:《<民法典>第132条 (禁止权利滥用)评注》,载 《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1期。
参见徐强胜:《论公司关系:公司法规范的分析基础》,载 《法学》2018年第9期。
参见许德风:《道德与合同之间的信义义务———基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观察》,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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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享有的审查权力带来的。参会人员对其能正当行使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存在高度的信赖。

质询提案的审查应当遵循合理标准。股东的质询,应当符合具有一般知识的投资者出于关心公

司与自身利益的目的对关切事项的疑惑与怀疑。股东的信息权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它涉及

公司内部的所有法律和经济关系,以及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所有关系。这些信息还涉及公司的各种

捐款和开支,以及管理、利润分配和使用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公司股东不应被要求拥有经营商业与

管理公司的专门知识,甚至不必具备对公司业务模式的成熟认知。不过,单纯的好奇心不能被视为

信息索取的正当理由。具体而言,董事会要对提案的关联性和程序性进行审核。所谓关联性是指股

东提案所涉及的事项要与公司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的

权限范围。所谓程序性是指董事会可以对股东提案涉及的程序问题做出决定。如果将提案分拆或者

合并表决,须征得原提案人同意,原提案人不同意变更时,股东大会主持人可就程序性问题提请股

东大会做出决定,并按照股东大会决定的程序进行讨论。〔63〕尽管质询提案审查应当规定负面标

准,如尊重商业决策、保护商业秘密等,法律无法全面详细地规定各项审查标准,因为这属于股

东权利滥用与董事信义义务交错的模糊地带,宜交由法院依照案件事实进行个案裁量。

审查质询提案应当是股东会召集机构召开会议进行集体审核。董事会的权力是一种集体性权

力,通过集体议事的方式行使来确保公司管理层为股东利益行事,而非个别董事亲自行使所有的

公司权力。〔64〕那么质询人对于审查结果的质疑将表现为对审核机关会议决议的质疑。现行 《公

司法》第22条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召集纠纷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监事会充任审核

机关时,其决议能否撤销有待讨论。对此,立法者实质是规定了公司资本权利运行决议和经营管

理权运行决议的可撤销性,未规定监督权运行决议的可撤销性,应以决议所涉权力类型替代决议

作出机构类型来判断其可撤销性。基于该观点,可认为监事会审核提案是在行使经营管理权而非

监督权,在现行法框架内相关决议亦具可撤销性。〔65〕未通过提案审核的质询意见不发生法律效

力。权利滥用会导致多种法律后果,包括停止侵害或防止侵害 (禁令)、剥夺权利、恢复原状、

金钱赔偿与行为不生法律效果。〔66〕对于质询权的不当行使,最重要的法律后果即是行为不发生

法律效果,换言之,滥用的质询行为不导致被质询者发生法定的回应义务。

(二)股东质询的回应与救济机制

股东质询应当及时受到回应。首先,针对股东个人质询,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的,在征求质询

股东的意见后,可以在股东会上向全体参会股东进行集中说明。股东质询权虽然具有共益性,但

在股东个人直接行使时,更多地应当服务于股东的个人决策需要。股东为完成质询行为付出了时

间成本,若将其无条件交由全体股东共享,这种 “搭便车”的行为无疑会加重股东冷漠现象的产

生。其次,针对股东在会前通过提案增加质询事项或对具体议题增加质询环节的,会议召集机关

应当在股东会上回应质询,并接受其他股东必要的追问。此时,股东质询权是在股东会会议上行

使的,与个人行使场景的区别是,后者只能面向公司进行质询,即质询董事会,而前者则在被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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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参见周剑龙:《中国股东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 《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
参见徐强胜:《公司权力的分配、分工与问责———董事会何以治理》,载 《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参见前引 〔62〕,高达文。
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 《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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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主体上更加丰富,不仅可以是具体的董事也可以是监事与高管。个别股东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

的优势,是由于借助股东会机关的集体性权力,作为该机关成员的其他股东也应具有发言质询的

权利。再次,对于线上股东会,质询行为不受现场发言与网络通信发言等方式差异的影响,原因

在于会议形式仅是保证会议议事功能实现的客观机制,不影响会议的实质功能。最后,被要求回

应质疑的列席人员应当根据会议的进行方式,与其他参会人员处于同一会议场所,原则上必须亲

自参加会议,不得委派他人代为发言或委托他人参会。列席的目的在于被质询者与质询者之间可

以发生直接的、及时的信息交流,以高效有序地解决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沟通障碍与信任危

机。无故拒绝列席的,应当视为拒绝履行接受质询的法律义务。

未能依法行使股东会上质询的权利的股东,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得到法律救济。一方面,因质

询提案被董事会审核后排除出股东会议题的,可以采用提案权受损的现有救济路径。如果股东认

为董事无理妨碍自己行使提案权,可以提起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如果董事会对股东提案故

意不做出审查决议,则损害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以追究董事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责任。

但是,股东会召开存在客观的时间限制,即便通过诉讼活动完成对质询提案审核机关的追责,相

应股东也将失去在该次股东会上进行质询的机会。可能的解决路径有二:一是赋予法院在当事人

申请的情况下介入提案审核环节的权力,并将该介入机制定位为非诉程序,以满足提案时限、审

核及结果公布时限和股东会召开时限紧张的要求。至于诉讼追责可以在会议之后继续进行。二是

在股东申请的前提下,该次股东会推迟进行,直至相关诉讼结果尘埃落定。相较之下,前者更具

有可行性。因为后者虽然慎重,但也易被用来推迟股东会以实现个人目的。同时,股东会的决议

事项往往是关乎公司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一旦延期,公司、股东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都将产

生无法预见的损失。另一方面,当被质询人员拒绝列席、回应或回应内容虚假、缺漏等时,需要

根据质询事项是否与股东会决议事项具有关联性而区别考量。若股东质询事项直接关乎决议议

题,那么股东可以对决议效力本身提起诉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质询行为服务于接下来的投票

表决,那么对质询的回应的质量直接影响股东的投票倾向,最终影响决议结果。决议行为的根本

特征在于其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决议结果对全体团体成员都具

有法律约束。〔67〕对 “质询—回应”程序的形式违反抑或实质违反,无疑都影响了集体意思形成

的正义性。若是针对单独的质询提案的回应,那么并不产生投票活动与决议,仅为公司内部的信

息交流活动,被质询者的回应与沉默,都影响相应股东的未来决策,股东可以自行选择接受结

果、退出公司,或者启动诉讼对相关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追责。这种灵活性,有助于激发股东关

心公司经营状况,主动行使提案权、质询权监督公司运营的积极性,重新赋予股东会活力,疏通

公司内部信息流通的淤塞之处。

五、结 论

股东会上股东质询权的行使机制体现了我国公司法立法对股东权利的创造性构思。不同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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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的立法模式,我国的股东会质询在质询范围、被质询主体等方面

赋予股东极大的自由选择权利。这一项本可以充分体现公司团体自治、发挥股东能动性的制度,

却因立法粗疏而 “明珠蒙尘”。新一轮 《公司法》修订正在进行,宜适时摒弃过往立法 “宜粗不

宜细”的观点,转而追求精细化立法、修法的目标,以满足我国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发展态势。

日本最新的公司法于2021年生效,在自2005年至今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的多次修改中,“放松管

制”“事前规制”与 “精细化立法”为贯穿始终的三项指导原则。〔68〕精细化立法并非限制公司章

程自治空间,而是通过加大公司法的制度供给,降低单个公司的 “制度设计成本”,同时化解司法

裁判依赖法官造法引起的类案异判。在未来的 《公司法》修订中,应当遵循质询权体系下股东会上

质询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功能,细化股东在行权、维权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让这项机制重新焕发

活力。

Abstract:Shareholderquestioningatshareholders􀆳meetingsisapowerfulmeasuretocurbthe
“skeletonisation”ofshareholders􀆳meetings.Currentlegislationdoesnotmeettheinstitutional

needsofshareholderinquiries.Informationobtainedthroughreasonableinterrogationcanstrengthen

trustandreducetheagencycostsofcorporategovernance.Theprovisionofaneffectivechallenge

mechanismundercompanylawisanecessaryrequirementforthedemocraticfunctioningofthe

corporatebody.Thequestioningsystemisthebestpossibleoutcomeofthedualnarrativeof
“strongshareholder-weakmanagement”and “weakshareholder-strongmanagement”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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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management,andhastheobjectiveeffectofdeterringviolations.Therighttoaskquestion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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